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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合方法的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 
关键要素识别及影响路径研究*

刘晴

（西华大学社会工作与健康管理学院，成都 610039）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究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从而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应

对谣言扩散以及有效的谣言治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经验。基于系统性文献筛选对34篇中英文文献进行元分

析，共计获取91个效应值和38 296个样本，继而通过效应合并假设检验获取显著性影响因素变量，同时探究

调节效应。结合50个网络谣言案例展开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的影响路径。结果

表明，传播者身份、情感信任、风险感知、社会关系、谣言情绪性、信息质量、环境模糊性对网络用户谣言扩散

行为具有关键性影响，研究时间、调查背景、谣言环境和谣言类型亦对谣言扩散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组态效应

可归纳为“风险-防御”驱动型、“缺损-关系”驱动型、“关系-认知”驱动型3条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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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行为 ·

谣言作为信息传播中尚未得到证实的言论[1]，其扩

散行为易引起社会公众的怀疑和焦虑 [2]，为社会治理

带来诸多挑战。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和普及，信息传

播的低成本、高效率使得谣言扩散风险和影响力达

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3]，网络秩序和社会信任受到极大

冲击。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2023年全年受理网民

谣言举报信息共计1.48万条 [4]；截至2024年3月，公安

部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谣言类

案件1万余起，清理网络谣言信息73.5万余条，行政处

罚网络平台590余次 [5]。受困于“沉默螺旋”“信息茧

房”等因素，网络用户深陷单一信息推送环境中，谣言

扩散愈演愈烈。因此，高效、精准地识别网络谣言扩

散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挖掘其影响路径成为核心

议题。

1　相关研究

目前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相关研究主要聚焦

谣言传播主体、谣言接收主体和谣言内容3个方面。谣

言接收主体方面，高认知能力的被试者更易接收更正

后的信息并作出信息区分 [6]，表明个体认知能力可影

响谣言扩散行为的表现与效果。同时，谣言的确切性

和严重程度直接影响接收群体的主观规范，而主观规

范作为中介变量对谣言的识别与扩散产生影响[7]。谣

言内容方面，受众对信息的信任程度不仅取决于内容

本身，还受到信息表达方式的影响，而表达方式又会

进一步作用于受众的态度和行为 [8]，进而共同影响谣

言扩散 [9]。对新浪微博中健康谣言的数据分析发现，

较之图片与链接，认证与链接对用户分享谣言的意愿

影响更为显著 [10]。谣言传播主体方面，通过对突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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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件中强关系社交谣言的分析发现，传播主体的高

活跃度与群体凝聚力能够激发受众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进而影响谣言扩散行为 [9]。也有学者通过建模仿

真构建谣言扩散模型，展开信息发送与接收的影响

因素分析[11-13]。已有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但所列谣言

扩散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冗杂且暂无统一定论，更有

部分研究对同一影响因素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

Weimann-Saks等 [14]认为自我感知作为自变量与谣言

扩散行为呈正相关，而Lynn等 [15]则指出二者为负相

关。综上，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给网络用户谣言

扩散行为的理论研究带来诸多困扰，亦不利于相关实

践活动的开展。

本研究混合运用元分析（Meta Analysis）和模糊

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两种研究方法，在使用元分析识别

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关键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究

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的影响路径。

2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2.1　研究方法

元分析是一种以综合一系列单个研究结果为目的的

统计分析方法[16]。该方法基于某一研究主题整合相关零

碎和差异化的实证研究结果，通过扩大样本量提升结果

信度和效度，从而为不同研究提供丰富的视野[17]。目前

元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图情领域在内的多个社会

科学领域[18]。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一种可基于整体性视角探究多项

条件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集合研究方法 [19]，fsQCA是

对QCA集合分数的刻度化延伸 [20]。该方法主要面向

中小样本量（15~60个）研究，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多个 
不同领域[21-22]。

基于以上两种方法的特性及适用条件，本研究首

先运用元分析方法进行中英文文献的实证统计分析，

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明确靶向文献稳定性的基础上，展

开发表偏倚检验、异质性检验以及调节效应分析，识别

出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其次，结合

所选典型案例，将元分析识别出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

条件变量，运用fsQCA方法进行文献资料编码与赋值，

进而展开单变量必要性分析以及条件组态分析，由此归

纳出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的影响路径。

2.2　变量选取

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相关研究主要从信息源、

接收主体、谣言内容和谣言环境等视角为网络用户谣

言扩散行为分析提供丰富的影响因素。依据相关影响

因素的使用频率以及该影响因素在网络用户谣言扩散

行为中的重要性，本研究主要从信息源维度、接收主体

维度、谣言内容维度以及谣言环境维度选取传播者身

份、情感信任、媒体依赖度、风险感知、信息素养、社会

关系、谣言情绪性、信息质量、环境模糊性和社交媒体

丰富性作为研究变量。变量及描述如表1所示。

3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3.1　数据准备

为确保数据获取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在多个数据

库中对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系

统性检索。中文数据库主要选择中国知网、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维普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通过对网

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进行主题拆解，分别选取“网络谣

言”“谣言扩散”“谣言传播”进行主题词、题名、关键

词以及摘要检索。英文文献主要从Web of Science数据

库以及Google Scholar等搜索引擎中获取，检索词包含

表1　变量及描述

维度 变量 变量描述 来源

信息源

传播者身份
信息源主体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的 

角色及其身份地位
文献[23]

情感信任
信息源主体与谣言接收者之间的 
情感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强度等

文献[24]

接收 
主体

媒体依赖度 网络用户在媒体平台的活跃程度 文献[25]

风险感知
用户依靠直觉对事物风险进行的

评估和判断
文献[26]

信息素养
用户对网络信息的综合分辨水平、
利用和处理能力以及信息法律和 

道德素养等
文献[27]

社会关系
网络行为中用户社会关系产生的 

影响，即社交“圈子”
文献[28]

谣言 
内容

谣言情绪性
谣言文本内容展现出的非理性和

情绪色彩
文献[9]

信息质量
谣言内容的客观性、时效性以及 

表达的规范性
文献[29]

谣言 
环境

环境模糊性
网络用户的信息不对称性、 

辟谣时效等
文献[30]

社交媒体 
丰富性

网络社交媒体的数量，以及类别的
多样性

文献[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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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user”“Internet rumor”“rumor spreading”
等。另外，进行参考文献的补充二次检索，截至2024年
9月，共检索相关文献3 481篇，其中中文文献2 399篇、

英文文献1 082篇。初步检索后剔除重复文献，进而展开

文献筛选，文献筛选标准如下：①必须是实证研究，剔

除纯理论研究、文献综述和质性研究，报纸、专利等也

一并排除；②须至少提供一个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的

影响因素；③须展现样本量和相关系数（或其他能够得

出相关系数的数值）。在完成以上筛选步骤并阅读全文

后，最终靶向获取文献34篇，包括17篇中文文献和17篇
英文文献，满足元分析方法对文献数量的要求[32]。

3.2　数据编码及数据处理

通过系统阅读34篇文献，对标题、作者、研究时

间、研究背景、调研对象、相关系数、样本量等研究特

征和变量特征的数据信息进行逐一编码。为确保编码

信息无误，笔者和一位科研人员分别独立编码，最终编

码一致性为93.1%，具有较高的信度水平。对不一致的

编码内容，二人反复商讨并翻阅相关资料，直至达成共

识。本研究使用在图情领域得到广泛应用[33-34]的皮尔

逊相关系数r作为效应值，对于未给出相关系数的部分

文献，通过统计公式将相关数据转换为r值后进行统计

分析。如文中给出t值和自由度f，即可通过式（1）得到r
值。经过系列公式计算后汇总所有变量特征数据，最终

获取91个效应值、38 296个样本。

2

2

tr
t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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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分析

借助元分析专业软件C o m p r e h e n s ive  Me t a -
Analysis V3，在稳健性检验、发表偏倚检验、异质性检

验基础上，对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关键影响因素进

行实证整合分析。

3.3.1　稳健性检验

数据分析之前的稳健性检验有助于识别该组数据

是否稳定，本研究观察剔除任意样本量前后的效应值

变化幅度来检测数据稳健性。结果显示，剔除任意样本

量的效应值变化幅度在15%以内，表明研究数据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

3.3.2　发表偏倚和异质性检验

本研究主要采用漏斗图和失安全系数法检验发表

偏倚[35]。漏斗图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的效应值相对均匀

地分布于漏斗两侧，初步推断各变量存在发表偏倚的可

能性较小。受篇幅限制，仅列出社会关系变量的漏斗图

（见图1）。囿于漏斗图较大的主观性，采用失安全系数

法检验发表偏倚。Rosenthal[36]认为失安全系数的数值

大于5k+10（k为效应值数量），即可认为不存在明显的

发表偏倚，数值越大表明发表偏倚存在的可能性越低。

元分析统计结果（见表2）显示，10个变量的失安全系

数均大于5k+10，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

因抽样方法、理论选取以及调研对象之间的差异，

纳入元分析的研究成果变量的效应值可能存在异质

性，因而有必要进行针对效应值的异质性检验。选取Q
值检验法进行文献的异质性检验[36]，结果如表2所示，

其中r为相关系数，k为独立效应值数量，n为样本量。

除社交媒体丰富性和媒体依赖度外，其他变量的I2＞

0.5且p≤0.05，表明异质性检验达到显著性水平，应使

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

3.3.3　效应合并假设检验

结合上述分析结果，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变

量社交媒体丰富性和媒体依赖度的效应合并相关

性，其他变量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根据

Cohen [37 ]的划分原则，r＜0.1为基本不相关，0.1≤ 

r＜0.3为弱相关，0.3≤r＜0.5为中度相关，r≥0.5为强

相关。结合表2统计分析结果，传播者身份、情感信任、

图1　社会关系变量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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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感知、社会关系、谣言情绪性、信息质量、环境模

糊性7个变量为中度相关，信息素养变量为弱相关。

3.3.4　调节效应分析

通过异质性检验可知，除变量社交媒体丰富性和媒

体依赖度缺乏显著性外，其他8个效应值变量均具有显

著性，故需要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尝试诠释以上变量显著

性存在的原因。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产生的社交隔离

政策使得公众更加依赖网络信息[38]，为网络谣言扩散行

为大肆发展提供了温床，本研究将该时间节点视为调节

变量进行分析。因社会发展及历史传统的差异，国内外

网络用户的谣言扩散行为亦可能有所不同，据此对国内

外网络用户的谣言扩散行为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同时，大

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其价值观念尚未稳定，易被舆论

干扰[39]，因而对调研对象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已有研究

显示，不同的谣言类型对于谣言扩散和辟谣效果均会产

生影响[40]，因而将谣言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此外，任何

事物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将提及谣言环境的文献设定

为1、未提及的设定为0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受篇幅限制，

仅展示研究时间作为调节变量的分析结果（见表3）。
由调节变量的分析结果（置信度为0.05）发现，

表3　研究时间作为调节变量的分析结果

变量 调节变量 k r
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组间Q f 单侧p值
下限 上限 Z p

传播者身份
2020年前 5 0.492 0.391 0.580 8.434 0.000

20.846 1 0.000
2020年后 6 0.208 0.145 0.268 6.427 0.000

情感信任
2020年前 5 0.350 0.177 0.502 3.839 0.000

0.111 1 0.740
2020年后 4 0.386 0.246 0.510 5.134 0.000

风险感知
2020年前 8 0.354 0.197 0.493 4.249 0.000

0.010 1 0.919
2020年后 13 0.343 0.193 0.477 4.338 0.000

信息素养
2020年前 3 0.217 0.101 0.328 3.618 0.000

1.085 1 0.297
2020年后 7 0.327 0.150 0.483 3.541 0.000

社会关系
2020年前 6 0.557 0.372 0.700 5.168 0.000

3.630 1 0.057
2020年后 11 0.349 0.231 0.458 5.503 0.000

谣言情绪性
2020年前 3 0.418 0.298 0.525 6.346 0.000

5.117 1 0.024
2020年后 1 0.240 0.138 0.337 4.527 0.000

信息质量
2020年前 4 0.376 0.236 0.502 4.981 0.000

0.266 1 0.606
2020年后 4 0.454 0.166 0.671 2.979 0.003

环境模糊性
2020年前 1 0.571 0.457 0.666 8.209 0.000

8.807 1 0.003
2020年后 4 0.353 0.261 0.438 7.102 0.000

表2　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研究变量整体元分析统计结果

变量 r k
Q检验 单侧 

p值
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失安全

系数
n

Q f I2 下限 上限 Z p

传播者身份 0.341 11 118.071 10 0.915 0.000 0.240 0.435 6.286 0.000 1 136 3 897

情感信任 0.366 9 93.225 8 0.914 0.000 0.262 0.461 6.515 0.000 1 182 3 896

媒体依赖度 0.493 3 257.398 2 0.992 0.000 -0.228 0.865 1.370 0.171 258 959

风险感知 0.347 21 589.555 20 0.966 0.000 0.238 0.447 5.957 0.000 5 319 8 218

信息素养 0.258 9 100.100 8 0.920 0.000 0.152 0.358 4.679 0.000 519 4 251

社会关系 0.427 17 540.751 16 0.790 0.000 0.314 0.529 6.790 0.000 6 611 7 711

谣言情绪性 0.337 4 16.347 3 0.816 0.001 0.231 0.492 4.984 0.000 141 967

信息质量 0.417 8 197.587 7 0.965 0.000 0.253 0.557 4.691 0.000 1 298 3 500

环境模糊性 0.429 6 69.647 5 0.928 0.000 0.321 0.526 7.120 0.000 1 099 3 684

社交媒体丰富性 0.401 3 4.495 2 0.555 0.106 0.322 0.474 9.145 0.000 156 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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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前传播者身份、谣言情绪性、环境模糊性3个
变量的影响较之2020年以后更为显著。由此可知，新冠

疫情带来的高模糊环境使得公众长期处于海量信息带

来的情绪疲劳状态，亦引发公众对于传统权威的信任

格局发生嬗变。国内网络用户受环境模糊性影响较之

国外更为明显，表明除了受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传统影

响之外，国内网络信息生态和舆论环境亦有待进一步

提升和完善。调查对象身份对各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明使用单一教育水平分析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效

应的解释力较为有限，亦展现出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教

育鸿沟已逐渐缩小。在未提及谣言环境的情形下，传

播者身份对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影响更为显著，表

明在不涉及具体环境的情形之下，谣言传播主体的身份

对网络用户的谣言扩散行为影响更剧烈。就谣言类型

而言，相比突发事件，传播者身份、社会关系、谣言情

绪性对社会民生类谣言的影响更为剧烈，表明在医疗、

教育等事件中，公众更加信赖意见领袖[41]以及社交“圈

子”[42]，同时更偏好易产生情绪共鸣的情绪性谣言，而

在突发事件中用户更注重信息本身的风险。

4　影响路径分析

4.1　典型案例选取

基于效应合并假设检验结果，运用fsQCA对检验

结果中相关度较高（r＞0.3）的7个效应值变量进行网

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影响路径的探究，分别为传播者

身份、情感信任、风险感知、社会关系、谣言情绪性、信

息质量、环境模糊性。为凸显谣言扩散行为的影响效

果，依托“知微事见”平台和抖音搜集案例数据，遵循

fsQCA方法案例选取原则：①时效性，“知微事见”平

台选取2024—2025年影响力指数超50的案例，抖音平

台选取其官方辟谣账号“抖音求真”下较新的“热点辟

谣”案例；②异质性，所选案例在发布源头、文本内容

以及传播渠道等方面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基于此，共

计选取50个谣言案例。

4.2　数据处理与校准

利用fsQCA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前，需要对变量进

行数据校准从而赋予其集合隶属关系。依据Ragin[43]提

出的fsQCA原理，使用直接校准法选取3个锚点赋值，

即完全隶属点（75%案例数据）、交叉隶属点（50%案

例数据）、完全不隶属点（25%案例数据）。表4为运用

fsQCA 4.1专业软件校准操作后的统计结果。

4.3　结果分析

4.3.1　条件必要性分析

由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5）可知，所有

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8，尚未构成结果发生的

必要条件（一致性大于0.9）或充分条件（一致性大于

0.8）[44]，应结合条件组态进一步探究。

表4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赋值、校准与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锚点赋值

完全隶属 交叉隶属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网络用户谣言 
扩散行为效果

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的 
综合影响力

“知微事见”平台影响力指数、 
抖音平台“抖音求真”辟谣数据

67.675 59.300 54.950

条件变量

传播者身份 信息源主体是否被大众熟知 新浪微博客户端、抖音平台等 1 1 1

情感信任 意见领袖中地方媒体数量 “知微事见”平台、新浪微博客户端 2 1 0

风险感知
高影响力账号活跃度和 

发文内容谨慎性
新浪微博客户端、“知微事见”平台 9.535 9.040 8.340

社会关系
参与谣言事件微博账号的 

地域分布
“知微事见”平台地域分布指数 8.0 5.5 2.0

谣言情绪性
信息源文本内容是否使用 

煽动性、情绪性语言
新浪微博客户端、其他相关新闻 

媒体平台
1 1 1

信息质量 内容全面性和形式全面性
“知微事见”平台、新浪微博客户端、

其他相关新闻媒体平台
8 7 7

环境模糊性
谣言信息不对称性[45]、 

辟谣时效等
“知微事见”平台、其他相关新闻 

媒体平台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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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条件组态分析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继续运用fsQCA 4.1软件对各

条件变量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依据Ragin[43]的建议，

将案例数阈值设置为1，充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0，
得出条件变量的组态路径（见表6）。

由表6可知，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包含6条有效

组态路径，总体解的一致性在0.8以上，且总体解的覆

盖率为0.595，可解释约60%的案例。可将6条有效组态

路径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类型一：“风险-防御”驱动型。主要有H1和H2两
条组态路径，该组态类型下风险感知变量均对网络用

户谣言扩散行为产生影响。组态H1显示，在未受谣言

情绪性影响的情形下，用户的风险感知能力会增强其

谣言扩散行为效果。研究发现，用户的风险感知水平直

接影响其对是否传播谣言的判断[9]。此组态意味着，网

络用户因对潜在风险感到紧张或恐惧，更易产生谣言

扩散行为。组态H2显示，传播者身份与风险感知共同

影响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效果，其中传播者身份处

于核心地位，说明网络用户会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进

一步扩散其感知到存在风险的谣言。研究发现，公众在

获取健康类信息时，更倾向于信赖专家或新闻机构发布

的内容[41]，尤其是用户此时还感知到一定风险存在，会

更加强化谣言扩散行为效果。典型案例如“拼手速！春

运抢票开始！最早可提前90天预约！”，因其发布者为

业内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售票平台，容易引发有购票需

求网络用户的紧张与恐慌心理，从而提升该谣言的传播

广度与速度，最终引发负面社会效应。

类型二：“缺损-关系”驱动型。主要有H3和H5两
条组态路径，该组态类型下环境模糊性与社会关系均

对网络用户的谣言扩散行为产生影响。组态H3显示，

在未受谣言情绪性影响的情形下，环境模糊性与用户

的社会关系能够增强谣言扩散行为效果，意味着用户

通过社交“圈子”传递的未经验证信息更易引发谣言

扩散行为。研究证实，对自身社会关系满意度较高的群

体更易受到谣言影响[42]。组态H5则进一步显示出传播

者身份作为核心变量，与环境模糊性、社会关系共同影

响网络谣言的扩散效果。这意味着在信息不对称情境

下，社交“圈子”和意见领袖发布的信息均会加速谣言

扩散。典型案例如“继免费捡土豆后又有新惊喜，赤峰

一地可免费砍白菜！”，该谣言经地方主流媒体《红山晚

报》不实报道后迅速扩散，致使菜农遭受经济损失并

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

类型三：“关系-认知”驱动型。主要有H4和H6两
条组态路径。该组态类型下社会关系变量均对网络用

户的谣言扩散行为产生影响。组态H4显示，在未受谣

言情绪性影响的情况下，信息质量与社会关系能够强化

谣言扩散行为效果。这意味着当网络用户面对内容全

面、形式规范的谣言信息时，加之其所在社交“圈子”

的影响，更易产生谣言扩散行为。研究显示，信息质量

表5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传播者身份 0.270 4 0.818 8

~传播者身份 0.729 6 0.420 7

情感信任 0.356 7 0.387 4

~情感信任 0.754 7 0.659 9

风险感知 0.519 0 0.499 2

~风险感知 0.561 5 0.547 9

社会关系 0.763 0 0.713 8

~社会关系 0.320 4 0.321 9

谣言情绪性 0.752 7 0.424 0

~谣言情绪性 0.247 3 0.855 7

信息质量 0.563 2 0.459 0

~信息质量 0.578 4 0.690 8

环境模糊性 0.408 8 0.380 8

~环境模糊性 0.591 2 0.596 7

注：“~”表示否。

表6　组态分析结果

类型
组态路径

H1 H2 H3 H4 H5 H6

传播者身份 ● ●

情感信任

风险感知 ● ●

社会关系 ● ● ● ●

谣言情绪性 U U U ●

信息质量 ● U

环境模糊性 ● ● U

原始覆盖率 0.124 7 0.231 2 0.106 5 0.104 5 0.047 9 0.219 2

唯一覆盖率 0.023 9 0.095 4 0.050 8 0.039 2 0.038 40 0.151 1

一致性 0.841 2 0.904 9 0.905 3 1.000 0 0.640 9 0.921 9

总体解的 
一致性

0.880 8

总体解的 
覆盖率

0.595 0

注：“●”表示核心条件变量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变量存在；“U”

表示核心条件变量缺失；“U”表示边缘条件变量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

变量存在与否对结果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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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呈现形式会显著影响用户对谣言的感知与信任[46]。典

型案例如“上海、广州试点！老头乐能考C7驾照？”，该

谣言信息包含明确的地点、时间等细节，并通过多个当

地博主转发，成功获取大量公众信任，从而加速了其传

播。组态H6显示，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信息质量问题

的情况下，社会关系作为核心变量，与谣言情绪性能够

共同强化谣言扩散行为。这意味着在社交“圈子”的强

力影响下，用户更易受到非理性信息的驱动而参与谣言

扩散。典型案例如“南方小土豆冰面放烟花，哈尔滨公

安护航！”，“南方小土豆”等网络热词反映出参与者以

被称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网民为主，在因强烈地域

属性产生的社交“圈子”基础上，年轻网民因价值观念

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加速了谣言发酵和扩散。

4.3.3　稳健性检验

通过观察阈值调整前后的组态路径变化情况，判

断fsQCA结果是否稳定[47]。本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调至

0.85，结果显示调整前后的统计分析结果未发生变化，

表明组态路径分析结果相对稳定。

5　结论与启示

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化时代，高速度和低

成本的信息传播在便利用户的同时，也为谣言的滋生与

扩散提供温床，如何识别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的关

键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影响路径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

本研究混合运用元分析和fsQCA两种研究方法，将统

计分析与组态分析相结合，探究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

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

5.1　研究结论

对34篇中英文文献提出的10个关键影响因素进行

元分析计量统计，结果表明传播者身份、情感信任、风

险感知、社会关系、谣言情绪性、信息质量、环境模糊性

是影响谣言扩散行为的关键因素。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

示：传播者身份、谣言情绪性、环境模糊性对于谣言扩

散行为的影响在2020年以前更为显著；环境模糊性在国

内发挥的作用较之国外更为显著；传播者身份在谣言环

境不清晰时具有显著性影响；传播者身份、社会关系、谣

言情绪性对于社会民生类谣言扩散的影响更为剧烈。

结合50个案例，运用fsQCA对7个具有显著性的关

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单变量必要性分析和组态分析。组

态分析发现有6条路径对谣言扩散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可归纳为“风险-防御”驱动型、“缺损-关系”驱动型、

“关系-认知”驱动型，体现出不同动力源对网络用户

谣言扩散行为的影响。研究揭示了网络用户谣言扩散

行为的多因素耦合影响机理，为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

为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提供学理依据，同时有助于提

升谣言治理效能。

5.2　研究启示

（1）立足中国实践。网络谣言在国内与国外表现

出各异的扩散机制，因而对于网络谣言的治理，应立足

中国实际，结合我国社会文化传统、数字化发展水平以

及网络用户信息偏好等国情性因素，同时借鉴国外成熟

的网络谣言治理经验，因地制宜开展网络谣言的治理

工作。

（2）打破谣言的“圈子”壁垒。强社会关系所产生

的社交“圈子”对于网络用户的谣言扩散行为具有显著

性影响。应加强对谣言相关社会舆论的引导，促使“圈

子”形成良性信息交流生态，并提升“圈子”的谣言辨

识能力。同时，可通过舆论引导构建不同“圈子”之间

的协同互动机制，打破“圈子”壁垒，实现协作互动，共

同提升信息素养。

（3）引导公众建立“主人翁意识”。多条组态路径

显示社交“圈子”及意见领袖对网络用户的谣言扩散行

为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除持续提升公众媒介素养与

数字认知能力之外，亦应将“主人翁意识”纳入公众网

络伦理规范，使其自觉将维护网络秩序视为个人责任，

从而在认知与道德双重层面抑制谣言传播，实现对网

络谣言的有效治理。

（4）多措并举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组态路径显示

风险感知变量在两条路径中对网络用户谣言扩散行为

效果产生影响。应定期开展科普专题活动、线上社群

活动等，加强各大平台媒介科普工作的贯彻力度，同时

政府通过各类激励机制引导公众参与媒介知识测试或

比赛，用户、平台和政府多方协同，进而提升公众的媒

介素养。

（5）冲破谣言信息不对称桎梏。环境模糊性带来

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网络用户在信息传播中的情绪性，

为谣言扩散提供温床。应提升网络谣言治理相关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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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优化专业人员配置，同时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以及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精准、迅速识别谣言并及

时辟谣，减少谣言生存时间，抑制谣言扩散。

6　结语

本研究运用元分析和fsQCA混合分析了网络用户

谣言扩散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研究表明，

传播者身份、情感信任、风险感知、社会关系、谣言情

绪性、信息质量、环境模糊性对网络用户的谣言扩散行

为具有关键性影响。研究时间、调查背景、谣言环境和

谣言类型亦对谣言扩散行为发挥重要作用。组态效应

可归纳为“风险-防御”驱动型、“缺损-关系”驱动型、

“关系-认知”驱动型3条影响路径。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网络用户谣言扩散

行为相关研究仍在持续发展，文献数据仍待持续追踪，

未来可扩大文献检索范围，通过检索高校图书馆数据

库等方式将书籍章节乃至灰色文献一并纳入考量，从

而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条件组态的分析受限

于数据库平台数量和案例丰富性，后续应尽可能扩展

数据库平台，纳入更多案例，并结合爬虫软件丰富数据

信息，提升组态路径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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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Key Factors and Influence Pathways of Internet  Users’ Rumor Spreading  Behavior: A Mixed-Method Approach

LIU Qing
(School of Social Work and Health Management,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P. R.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fluencing paths of rumor spreading behaviors of Internet user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public to deal with rumor spreading and rumor management. Meta-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34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based on systematic literature screening, obtaining a total of 91 effect values and 38 296 samples, followed 
by effect merging hypothesis testing to obtain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 variables. At the same time, moderated effects are explored. fsQCA is conducted 
in conjunction with 50 rumor cas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paths of the rumor spreading behaviors of Internet us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municator 
identity, emotional trust, risk perception, social relationship, rumor emotionality,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ambiguity have a critical effect on 
rumor spreading behavior of Internet users, while research time, survey background, rumor environment, and rumor type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 such behavior. 
The group effect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influencing paths: the “risk-defense” driven type, the “deficit-relationship” driven type, and the “relationship-
cognition” driven type.

Keywords: Rumor Spreading Behavior; Online Rumor; Rumor Governance; Meta Analysis;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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